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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关系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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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于早期台湾史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我们坚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与论说，然而作为以追求历史真实性为宗旨的历史学界来讲，光有这个立场与论说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中国

的历史学家们，有责任和义务寻求出尽可能多的论据，来充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的这一历史命题论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列岛的考古发现一直未能引起大陆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事实上，这些考古发现足以证实早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紧密关系，是任何一个域外地区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本文利用这些考古资料，对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以及早期台湾与中国海洋史的关系，作一重新审视。在这

一基础上，我们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有坚实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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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台湾史研究的“口头禅”式误区

关于早期的台湾历史，中国学界以及推而广之的社会各界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论说，这就是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句流行性论说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作为以追求历史真实性为宗旨的历史学界，光有这句流行性论说是远远不

够的，因而这一流行性论说也遭到了海内外诸多学者以及部分关注海峡两岸关系的各界人士

的质疑，甚至嘲讽。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就有责任和义务寻求出尽可能多的论

据，来充实“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历史命题论说。
中国大陆的历史学界似乎也十分重视这一命题的论证，但由于早期文献史料的稀缺，这一

命题的论证显得相当艰难。尤其是有一少部分学者为了论证这一命题，不惜在某种程度上以

曲解文献史料记载的方式，来敷衍成篇，以讹证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这一严肃的学术与政治命题，逐渐落入了“口头禅”式的误区。
举许多中国学者所津津乐道的有关三国时期台湾就归属中国的记载为例。我们只要查阅

原书，就可以发现这种引证似是而非。葛剑雄说道:“过去的历史教科书都强调早在三国时期

孙权就派卫温、诸葛直到了台湾，以此证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却从未讲到卫温、诸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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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去的目的是什么。( 谭其骧) 老师让我们查阅史料，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去掳掠人口的。书本

以此证明大陆跟台湾从那时起就是友好往来，这一方面是歪曲历史，另外对促进两岸统一也没

好处。”①

这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解说，其出发点也许是用心良苦，但是这种做法对于严谨

的历史学来讲，未免有失严肃; 尤其是对我们理直气壮地对外宣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庄严立场，并无益处。近年来，我因为组织编撰多卷本《台湾通史》的

缘故，接触了许多有关台湾半个多世纪来的考古发掘资料，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有了一些新的认

识。从这些台湾岛内新发现的考古发掘资料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早期台湾历史与中国大陆

源远流长的密切关系，从而可以以比较坚实的史料，论证说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论说。

二、从考古学资料看早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中国大陆历史学界和一般的社会人士对于台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成就知之甚少，其

原因是双方面的。从大陆学界这方面看，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大陆各地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

穷，许多考古新发现足以震撼世界学术界，而孤处海中的台湾岛，似乎缺乏早期显著的文明传

承历史，在台湾开展考古学研究没有多少学术意义，尤其是不太可能出现“轰动效应”的考古

新发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大陆历史学界对于台湾的考古发现，普遍存在着一种

“不屑一顾”的状态。从台湾岛内的这方面看，虽然台湾为数不多的考古队伍，恪尽职守、勤勤

恳恳地在台湾各地不断地开展早期台湾文明史的考古工作，时有成果出现。但是由于从二十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台湾的“台独势力”不断膨胀，在文化上“去中国化”的倾向不断侵蚀着

台湾的学界。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观察，1949 年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之后，台湾历史学界所关

心的研究领域，基本上是以大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为核心的。而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

后，台湾掀起了“台湾史”研究的热潮。这一热潮的掀起，基本上是为了对应所谓的“台湾本土

意识”这一政治理念而产生的。特别是有一部分具有“台独”意识的历史学从业者，利用研究

“台湾史”的名义，从事文化“去中国化”的行径。凡是关于台湾史中与中国大陆有关联的文

献、文物以及考古发现等等，或是予以曲解，或是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境之下，台湾岛内研究

“台湾史”的学界，至今对于台湾本土的考古成就，同样也是处于一种基本“失语漠视”的奇怪

状态。在中国大陆历史学界与台湾岛内“台湾史”学界的双重因素下，大陆学界对于台湾本世

纪以来的考古发现，自然就知之甚少了。
下面，我就利用台湾考古学界近年来的一些重要发现，来对早期台湾历史与中国大陆的相

互关系做一重新审视。
首先，从自然地理变迁史上看，台湾属于闽台半岛华夏古陆的一部分，从福建沿海到台湾

岛，在史前时期多次成陆地而连为一体。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和冰期影响，最迟在第三

纪上新世时，台湾和沿海岛屿曾与大陆相连。早在更新世前期，由于地壳上升和气候变冷，沿

海地区发生海退，海岸线向海洋推进，这时，台湾海峡海底露出水面，构成广阔的大陆架平原，

台湾岛和福建沿海岛屿成了大陆的一部分。人类可以轻易地随狩猎的动物由华南来到台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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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历史教科书的“底线”》，《同舟共进》2013 年第 5 期。



峡及台湾其他地区，进而在台湾定居。① 早更新世后期，气候转暖，海平面上升，这时海水进入

台湾海峡，台湾与大陆分开。中更新世前期，又一次地壳上升和气温降低，发生海退，台湾与大

陆再度相连。此后，地球气候时暖时冷，海面时升时降，台湾与大陆的连接和分开交替出现。
大约一万年前，即更新世结束，地球的气温开始回升，海平面开始上涨。在之后的 1000 年内，

海平面上升了约 140 米。台湾方才跟福建脱开，成为一个海中的大岛。② 到 6500 年前，气温上

升达到顶峰，气候温暖，海水高涨。此时的台湾地貌跟现在所看到的地貌完全不一样，山很高，

河面很宽，冲积出来的平原面积不大。6000 年前以来，海平面有所回落，台湾岛内的陆地也逐

渐扩大。然而到了 17 世纪末，明朝万历年间因海防上的需要而绘制的《海防图》，从福建看台

湾，只看到海上有几座大山，山与山之间是广阔的水面。西洋人更把台湾画成 3 个连续的小

岛。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河口平原是从 5000 多年以来到最近 400 年，因山崩、土石流、台风等原

因，泥石顺流而下，在河口冲积而形成的。直到 18 世纪前后，方才出现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台湾

地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自然地理属性，为两地的生物往来和迁徙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6000 多年前，在海平面最高的时候，在北纬 30°左右的大河口，如非洲尼罗河口三角洲、西

亚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中游和长江流域下游，发展出人类最早的农业文

明，有文字、有农耕、有定居的聚落。现在称为 Malayo － Polynesian 这个民族，即被学界通称的

南岛语族的祖先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从华南向太平洋周边移动。6000 多年来，Malayo － Polyne-
sian 这个族群一直在移动，以游耕、采集方式生活，没有发展出文字记录，乃至城邦等复杂的政

治组织。他们擅长海上航行，从东亚的南部出发，向东到达太平洋上各个岛屿，向西到达非洲

的马达加斯加岛。在这个大航海、族群大迁徙的浪潮中，台湾显然是最先到达的地方之一。④

最早乘船进入台湾的人群，就住在大山脚下的河口，海水淹不到的地方。由于是新开发的地

方，物产相对丰富，生活比较富足，人口也就快速增长。
从目前台湾学界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台湾史前文化最早阶段出现于更新世晚期，距今约 5

万到 3 万年，与整个东亚、东南亚比较，可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亦有学者称为先陶文

化阶段。
现在的考古发现，台湾最早的史前文化是长滨乡八仙洞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长滨文化，其

遗址文物经碳 14 鉴定年代为距今 2. 5 万到 2 万年，结束的年代在距今 5500 年前左右。⑤ 过去

认为的台湾最早的人类左镇人，经碳 14 检定距今只有 3000 年，并非台湾最早的史前人类。因

而，长滨文化的发现改写了台湾史前史。⑥ 而台湾西北部红土阶地发现的石器，通过苗栗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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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强:《台湾史前文化简介》，台湾省博物馆 1986 年版。本文引用的台湾考古资料，得到台湾徐泓教授和刘益昌教授

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刘振湖、王英民、王海荣:《台湾海峡盆地的地质构造特征及演化》，《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 26 卷第 5 期，2006 年 10
月; 何传坤、祁国琴:《台湾第四纪澎湖海沟哺乳动物群及古生态环境变迁》，台湾中国地质学会 1995 年年会论文集; 林

俊全:《台湾东海岸地区的海岸线变迁与史前遗址关系之研究》，《田野考古》第 4 辑第 1 期，1993 年; 陈正祥: 《台湾地

志》，台北南天书局 1993 年版。
杨子器《舆地图》与传教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及《福建海防图》，均收入曹婉如等编: 《中国古代地图集》，文物出版

社 1990 年版。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 第一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长滨文化，考古界过去鉴定的年代在距今 1. 5 万年至 5000 年之间，甚至推估 3 万年前，但一直缺乏有力证据。从 2008
年 9 月开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臧振华博士所带领的工作团队，在海拔 138 米高的昆仑洞及 120 米高的

潮辰洞，分别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中采集了一些碳素的样本，送到美国 Beta 放射性碳素实验室进行年代测定，结果非

常一致的都集中在 2 万年以上，最早可达到 2. 5 万年。
过去认为生存于 2—3 万年前的台湾最早史前人类———左镇人，2015 年，经送美国 Beta 实验室与澳洲国立大学碳 14 定

年法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左镇人生存年代只距今约 3000 年。



湖乡网形伯公垄遗址发掘确认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其文化内涵和长滨文化不同，居住的生

活环境也不相同，遗物反映的生活型态也有差异，是为“网形文化”。①

目前在台湾尚未发现比本阶段更早的文化。从遗物的型态而言，网形伯公垄遗址出土的

尖器、刮器、砍砸器等和广西新州地区的石器群相似，几乎是同类型的石器; 而长滨文化是以石

片器为主的砾石工业传统，无疑也和广西百色、上宋遗址及贵州南部兴义县的猫猫洞文化有密

切的关系。说明了这些文化可能来源的方向是中国南部地区。② 近年来福建的考古发现，可

以做为台湾同一时期的比对与发展，福建的文化类型反映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

早期的转变与发展。根据最近福建博物院研究人员所提供的史前文化证据，其遗址从旧、新石

器过渡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早期，地层堆积连续、清楚，三期文化一脉相承，体现了较完整的文

化序列。其中旧、新石器过渡期的石器打制技术与台湾长滨文化十分相似，说明两地之间在旧

石器时代晚期可能有关系。③

这个时代正是第四冰期晚期，由于海平面下降，今日的台湾海峡是陆地，人类可以轻易地

随狩猎的动物由华南来到台湾海峡及台湾其他地区，进而在台湾定居。但是冰河消退，海水面

逐渐上涨，较低的地区被水淹没，迫使人类往东西两侧移居。距今一万年前左右的全新世初

期，台湾海峡形成今日状态之后，华南和台湾之间的交通断绝。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今日的中国

福建地区已经由旧石器时代晚期逐步演变为新石器时代初期，但是台湾东部的长滨文化可能

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继续保持其狩猎、采集的生活型态未曾改变，或因长期的孤立而造成文化

发展迟滞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距今 5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群到来才消失。西北侧的网形文

化似也同样保持狩猎、采集的生活型态，同样结束的年代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群移入台湾西

海岸北部区域之后。④

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台湾的史前文化以“大坌坑文化”类型为主，从遗址的大小及

文化层堆积型态得知，已经是定居的小型聚落。主要分布在河边或海边、湖岸的阶地。年代依

据遗址测定所得的绝对年代在距今 6500—4500 年之间，晚期也可能延伸到 4300 年左右才结

束。这个文化的陶器通称粗绳纹陶，特征是手制，质地较松软，通常含砂，火候不高，表面颜色

呈暗红、浑褐、浅褐色。器型简单，通常只有钵、罐两种。作为日常工具的石器的数量不多，种

类也少，只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石锛、网坠、石簇、有槽石棒等少量工具。一般相信，大坌坑

文化人可能也使用不少竹木所制的工具。从出土石制生产工具如石锄、石斧等可以推测当时

人已知农耕。⑤

许多台湾考古学者认为，台湾新石器时代的大坌坑文化与福建、广东二省沿海的早期新石

器时代文化有密切的关连，尤其是发现在闽南沿海，以金门复国墩、平潭南厝场和闽侯溪头下

层为代表的复国墩文化，以及粤东沿海以潮安陈桥、海丰西沙坑为代表的西沙坑文化，与大坌

坑文化相当近似，可能属于同一个文化的不同类型或是有密切关连相互影响的二种文化。张

光直拟测大坌坑文化与南岛语系民族祖先型文化相同，也许可以将南岛民族的祖先型文化从

台湾大坌坑文化进一步上推至亚洲大陆东南沿海早一阶段的复国墩遗存。有的台湾学者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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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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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刘益昌:《台湾全志》( 卷三) ，“住民志·考古篇”，台湾文献馆 2011 年版。
宋文薰:《史前时期的台湾》，黄富三、曹永和主编:《台湾史论丛》第一辑，台湾众文图书公司 1980 年版。
臧振华:《试论台湾史前史上的三个重要问题》，《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 45 辑，1989 年版。刘益昌:《前时代台湾与

华南关系初探》，张炎宪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三) ，“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 年版。
刘益昌:《史前时代台湾与华南关系初探》，张炎宪编: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三) ，“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
年版( 傅斯年: 337. 4092 0295 v. 3) 。
刘益昌:《台湾的考古遗址》，台北县文化中心 1992 年版。



据台北的大坌坑、台南的八甲村、高雄的凤鼻头遗址，陶器器型包括罐、钵、碗等容器，陶器外表

纹饰多施绳纹、划纹，偶见贝纹，石器有磨制的斧、锛、镞等特征，指出其文化内涵与广东、福建

的早期文化颇多相似。大陆东南沿海居民，由于长年在海中渔捞，海上航行经验逐年累积，有

向海外岛屿拓展移民的机会。台湾大坌坑文化的居民，可能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大陆东南沿

海到达台湾。还有的学者根据台湾大坌坑文化与福建的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址下层、闽
南的遗物均有部分类似性，加上澎湖菓叶 A 遗址的彩陶器型和彩纹，与昙石山遗址中层和溪

头下层早期墓葬的彩陶具有类似性这些点看来，大坌坑文化可能与壳丘头遗址下层、昙石山遗

址下层和中层等几个不同年代的遗存先后有过接触，显示当时的史前人类可能存在着从福建

沿海一带经金门、澎湖而到达台南地区的这一接触路线。也说明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并非

孤立于台湾地区，而可能透过物质交换体系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互动往来。①

从生产形态上看，台湾的原始农业也深深受到中国大陆农业生产的影响，甚至是直接传承

而来的。在亚洲大陆则从更新世结束阶段转变的初级农业逐步发展形成具有农业耕作体系的

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些文化人群与分布在沿海地带的“富裕的采集者”人群相互结合，并在全

新世中期偏早距今约 6500 年左右逐渐影响到台湾，就目前的资料应该是人群带着具有农业的

新石器文化体系迁移到台湾西海岸南北，定居于沿海地带并逐步扩张于台湾的平原以及丘陵

边缘，这些人群似乎遇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群的后裔，并且同化这些人群。这些带有农业的人

群扩散到台湾全岛的平原、丘陵边缘以及澎湖群岛，构成全面性的分布，其生活形式主要以采

集、狩猎、捕渔和初级的农业耕作，直到距今 5000 年前左右，带有小米、稻米等种子作物耕作的

文化要素与人群再次从亚洲大陆东南沿海迁入或影响台湾西海岸南北，构成台湾史前文化的

重大变迁。不但人口增多，聚落增大，而且还向山区迁移，进入不同生态体系，已经完整分布于

全台湾各种不同的生态区域，可说是落地生根成为整个台湾的主人。②

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台湾史前文化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依然处处可见。如这个时代分布

于台北盆地与北部沿海地区至宜兰平原的讯塘埔文化，西海岸中部地区以及丘陵台地地区的

牛骂头文化，西海岸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恒春半岛的牛稠子文化和东部地区以绳纹红陶为代表

的遗存。此外，在西北部桃竹苗沿海及台地丘陵边缘得见和北部讯塘埔文化、中部牛骂头文化

不同的“红毛港类型”文化( 原称“红毛港系统”) ，在云林、嘉义以及台南市北半侧平原及丘陵

边缘亦得见不同于中部牛骂头文化以及南部牛稠子文化的地方性文化体系，等等。台湾考古

学者认为，这些文化都具有绳纹陶器的特质，不可否认台湾的绳纹红陶文化，确实和同一时代

的福建昙石山文化有许多共同要素，显示二者之间的密切往来关系。③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台湾这些区域性的绳纹红陶文化在各地区逐步演化发展为同一

区域各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似的陶器形制局部发现于闽南到香港之间的亚洲大陆东

南沿海地带，福建东山岛大帽山遗址陶器形制与台湾西海岸绳纹陶器类似，同时出土可能是澎

湖玄武岩制造的石器，年代亦相近，二地之间相互往来的可能性极高。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

阶段，台湾岛内所发现的文化遗址又有所增加。目前可以辨认的文化单位包括: 芝山岩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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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 第一辑)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凌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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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台湾》，黄富三、曹永和主编:《台湾史论丛》第一辑，台湾众文图书公司 1980 年版。刘益昌、郭素秋:《金门复国墩

遗存在亚洲大陆东南沿海的地位及其意义》，《“中国东南沿海岛屿考古学研讨会”论文集》，2005 年版。
刘益昌:《台湾的考古遗址》，台北县文化中心 1992 年版。



圆山文化、①植物园文化、营埔文化、大马璘文化、大湖文化、凤鼻头文化、响林文化、卑南文化、
麒麟文化、花冈山文化、丸山文化，以及部份地区尚未界定所属的遗址。这个阶段年代大致在

距今 3500—1800 年之间，甚至可能晚到距今 1600—1500 年前，和中国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晚

期的最后阶段以及青铜时代相当。圆山文化以台北盆地北侧为中心并延伸至北海岸地区，以

浅棕色素面的陶器为主，其文化特质具有许多外来移民的元素，其来源可能是广东沿海的海丰

到香港之间。台北盆地同一时期稍早的芝山岩文化，则被认为是从浙南及闽北地区移民而来，

近年来研究也证实和浙江南部与福建北部、闽江流域的黄瓜山文化具有密切关连，甚至可能是

直接移民所致; 植物园文化也可能受到福建南部印纹软陶的直接影响，北部地区这三个文化可

说是这个时期与东南沿海地区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②

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少量青铜器已经导入北部台湾的圆山文化及土地公

山类型。经过考古资料的耙梳，已有不少出土地点。如北部地区大坌坑遗址与土地公山遗址

出土的青铜器，大坌坑遗址的圆山文化层内曾出土一件小屯式青铜镞，土地公山遗址出土的青

铜器为一件青铜斧。台湾南部地区同一时期大湖文化，在台南市麻豆区水堀头遗址大湖文化

层中出土一件青铜尖器，伴出的陶器为灰黑陶，年代在距今 2700—2500 年之间。在东部地区

的卑南文化，亦曾发现青铜手环、青铜刀。中国大陆青铜器之输入，虽然属于当时的偶发性之

行为，但是由此足见在新石器中晚期阶段，中国大陆文化对于台湾史前文化的影响力。③

距今 2500—1800 年左右，台湾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段，或可称为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台

湾东海岸具有清楚金属器( 青铜、铁器) 输入的状态。台湾原住民的生产及生活形态也迈进了

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早期阶段，其延续年代为距今 1800—1000 年左右，局部可能晚至距今

800 年左右。从农业生产上看，这个阶段初期开始发展的芝山岩文化已有成熟的稻作农业，芝

山岩遗址芝山岩文化层出土大量碳化的栽培种稻米，营埔遗址也发现稻米遗留，说明稻米等种

子作物已是当时的重要作物，当然根茎类作物仍是主要的作物。从遗址中出土的其他食物渣

滓，如圆山贝冢出土的贝类、鱼骨，鹿、山羊、山羌、山猪、狗的骨头; 凤鼻头文化文化各遗址贝冢

出土的各种贝类、鱼类骨头，山猪、鹿、山羊等兽骨，可知狩猎、渔捞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 圆山

遗址出土的狗骨头数量不多，也许是畜养的狗，而非作为人类食物。这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述，

小米、稻米等农作物耕作技术，是台湾早期原住民直接从大陆输入的。④

这一时期沿海平原大部分文化体系已进入使用铁器为主的金属器时代，东部地区浅山丘

陵与中央山区部分的史前文化体系仍以石器做为主要生产工具，处于金石并用时期。此一阶

段数据检视的结果初步显示，台湾的史前文化体系可能从西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与东南侧的三

和文化中晚期，开始进入以铁器制造、使用为主的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从三和文化的演变

过程可以见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走入金石并用时代的景象，不论在日常生活遗留的文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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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山文化的归属，台湾学者早期多半以贝壳测定的碳 14 年代可能早至 4400 年前，而划分其较早阶段属于新石器时代中

期。最近几年多量的木炭测定的碳 14 年代显示圆山文化的年代最早约在 3500 年前，而且大量集中于 3000 年前以内至

2500 年之间，因此归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实较妥当。郭素秋:《台湾北部圆山文化的内涵探讨》，《南岛研究学报》2014
年第 5 卷第 2 期，第 69 － 152 页。
刘益昌:《史前时代台湾与华南关系初探》，张炎宪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三) 》，“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
年版。
宋文熏:《由考古学看台湾》，陈奇禄等著: 《中国的台湾》，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 年版; 刘益昌: 《台湾的考古遗

址》，台北县文化中心 1992 年版。
臧振华、刘益昌:《十三行遗址: 抢救与初步研究》，台北县文化局 2001 年版; 刘益昌、郭素秋:《台北市考古遗址调查与研

究》，《台北市民政局委托之研究报告》，2000 年版; 刘益昌:《台湾地区史前文化层序研究的省思》，《台湾考古百年纪念

研讨会会议论文及工作报告》，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 年版。



中或墓葬的陪葬品，都可见到相同的现象。西北部的十三行文化遗址目前的数据显示距今

1800—1600 年前金属器迅速替代石器做为主要的生产工具。至于西南部平原地区的情形则

与十三行文化类似，已经大量使用铁器为主的金属器。但是迄今为止，在这些文化遗址的发掘

中，尚未发现金属冶炼制造的遗迹。可以唯一得以解释的是，这些金属器特别是铁器的使用，

首先来源外来文化的传入，而海峡对岸的华南区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源头。
在台湾的金属器与金石并用时代，包括已经发掘整理的十三行文化、番仔园文化、大邱园

文化、崁顶文化、茑松文化、龟山文化、北叶文化、静浦文化以及植物园遗址等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中期以来已经命名的文化遗址单位，和在外岛、丘陵、山地地区已经发现尚未完全了解的大

量遗址。这些文化年代在距今 1800—400 年之间。这个时候中国的岭南、福建已经进入使用

铁器的历史时代，而澎湖也在唐宋之际成为带有汉文化的人群的移居地。十三行文化的日常

用品以红褐色夹砂陶为主，外表常有拍印的几何形纹饰，数量较少的灰色细砂陶则饰有刺点

纹，这些几何形印纹陶年代较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青铜时代的几何印纹硬陶略晚，纹饰也较简

略，从植物园遗址的出土几何形印纹软陶与十三行文化早期近似，推测十三行文化可能是植物

园文化接受东南沿海地区冶铁及烧制火候更高的陶器技术之后的进一步发展。①

在这期间，中国大陆的文献已经涉及台湾岛及澎湖岛的记载。距今约 1800 年的东汉时

期，有所谓“东鳀”“夷洲”的记载。三国时期，东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

洲及亶洲……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

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② 吴国丹阳太守沈莹在所撰《临海水

土志》中有进一步说明: “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

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

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

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好

以为饰也。”③印证这些在中国大陆东汉及三国时期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大陆不仅

长期以来与台湾之间密切的种族与经济文化联系，而且也是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登陆台湾、澎
湖列岛的人们。

从台湾旧石器晚期至公元十五世纪即明代前中期，台湾的考古发掘资料至少可以从三个

方面证实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命题。第一，地理位置上

看，先古时期的台湾原属于中国东南区域的一部分，二者连接在一起。即使是到了距今一万年

以来由于海平面的不断上涨，台湾与中国大陆南部区域之间形成海峡，但是作为大陆架的延

伸，台湾依然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二，中国大陆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影响是独一无

二的，不论是从种族的迁移，还是生产、生活等文明形态的传播，都是任何其他一种文明所无法

比拟的。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早期史前文化，基本上是中国大陆南部区域文明的派生亚种，海

峡两岸的文明关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第三，自有文字文献记载以来，同样也是中国大陆的人

们最先进入台湾、澎湖列岛，并且与之发生关系。以近现代国际法对于领土拥有的原则，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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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K. C. ＆ Collaboraters. 1969 ，" Fengpitou( 鳳鼻頭) ，Tapenkeng( 大坌坑)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Yale Uni-
versity Publications in Anthropology No. 73. New Haven. 臧振华、叶美珍等: 《台闽地区考古遗址普查研究计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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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1989 年版。
陈寿撰:《吴书·陆逊传》，《三国志》第五册卷四七，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136 页。
李昉等纂:《太平御览》卷七八〇，“四夷部一·东夷一”，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8 － 279 页。



发现就属于谁，那么台湾与澎湖列岛理所当然地归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三、从考古学资料看早期台湾与中国海洋史的关系

上古时期从中国大陆南部逐渐南移的南岛语族，与稍后生存在中国南方沿海各地的古闽

越族人一样，有善于渡海迁徙的习性。在地理环境变迁等因素的诱动下，这种习性一方面促使

他们继续向海上迁移，寻找适合生存的土地，另一方面也会在适当的机会里，再回来台湾。在

距今 4200—3700 年前，台湾的人群带着台湾特有的台湾玉所作的器具，顺着海岸向南走。以

巴士海峡的巴丹岛和巴布烟岛为跳板，进入吕宋岛乃至整个菲律宾。同一时期或稍晚，台湾和

福建、广东也有密切往来。近年来的研究确定台北芝山岩遗址的文化形态是闽江口一带黄瓜

山文化的后裔，西南平原上的大坌坑文化晚期跟广东的珠江三角洲也有密切的关系。台东卑

南文化晚期到三和文化的文化形态，与上述的文化形态来源有所不同，被确定为跟菲律宾的北

部吕宋岛有密切的关系。① 最近台南科学园区遗址出土文物，与 6000 多年前福建以南、海南

岛以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许多相同文化脉络，例如都住在沙丘上、屋型为高脚屋，陶器、石器

风格也类似。这一考古新发现支持了南岛语族源自中国沿海，否定源自更南边马来西亚等地

的说法。从中国沿海开始，南岛语族有一批先到台湾，也可能有一批沿陆路南下到越南再跨

海，呈现多路线传播。②

由于受到中国大陆以及南亚地区外来文化的影响，上古时期台湾的生产生活工具以石器、
陶器为主，正如我们前面所述，具有很明显的中国大陆南部的文化特征。然而由于外来文化的

多元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岛内原住民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时期的陶器逐渐放弃原来的绳

纹，出现精美的黑陶、彩陶，器型也有很大的变化，种类增加。与此同时，由于本土资源的优势，

以及外来制作陶器等工艺的影响，“台湾玉”作为生活用品的重要标志，在台湾各地得到较快

的发展和流传。尽管在原住民不同的族群或部落之间，经常会由于土地资源等生存空间的争

夺，发生小型的战争，猎头的习俗因而产生。“猎头”这个动作的用意是在宣示部落的疆界，警

告外人不得入侵。部落也开始出现围墙之类的防御措施。尽管如此，不同部落之间还是不可

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贸易往来。那就是各地的遗址都出土用“台湾玉”制造的器具。“台湾

玉”出产于台湾东部花莲县寿丰乡的丰田村，学名是“台湾闪玉”。普遍出现在全岛新石器时

代早中晚期的遗址中，显示各部落之间藉由“交换”或各种其他型式的贸易而取得“台湾玉”。
从东南亚一带的考古发现中也可以知道，在距今 4000 年前向菲律宾迁移的人群，也带着“台湾

玉”同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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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迁徙到东南亚的南岛语族族人，逐渐散枝分布于南亚各地以及大洋洲的许多地方。
而在距今 2500 年前后，一部分族人又越过巴士海峡，重新回到台湾南端的东西两侧。在东侧

的卑南文化晚期的人群开始转变，由于受到中国大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等地文化的影响，成

为拥有黄金、青铜、铁器、玻璃、玛瑙等新的物质文化，以及制造这些东西的高温烧制技术的人

群。这些外出的人群，在南海的四周接触到来自印度的文明，学会了高温烧制玻璃珠和陶器的

方法。千年之后，他们的后人又回到台湾，把这套高温烧制的技术带回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卑南遗址的上文化层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中，有高温烧制的陶容器、石器、玉器和琉璃珠。
其中的琉璃珠有 242 颗，全部出土于第六号墓葬。同一层的其他墓葬，也出土少数琉璃珠和少

数铁块。在花莲的花冈山遗址近来也发掘到一个新的文化层，葬式是蹲式屈肢葬，以玉器和玻

璃珠、金属器陪葬。台湾的考古学家认为，这显然是一个外来人群所建立的新文化体系。①

这些新的物质文化彻底改变了台湾史前人群的装饰。原本以玉为主的装饰又加上以玻

璃、玛瑙和金属制品为主的装饰。而这些玻璃、玛瑙和金属制品或是从东南亚地区交换而得，

其中金属制品也有可能是从中国大陆交换所得。这种以原始“交换”为主的贸易体系，直到

九、十世纪及唐宋时期福建商人兴起，方才改变。从此，台湾的原住民开始逐渐远离南岛( Mal-
ayo － Polynesian) 的文化体系，而形成岛内的复杂文化。这些放洋回归的人群，由于拥有不一

样的制造技术，也许就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鲁凯和排湾族的贵族制度的起源。时间的跨度

大概是在距今 2500—1000 年前。
在距今 1000 年之前，我们对于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认识，最为可信的当然是考古发现了。

在距今 1000—450 年之间，台湾的西海岸地区已经进入外界特别是中国大陆对台湾有些许文

字记录的时期。在沿海地区，玻璃珠和玛瑙珠已经很常见，可是山区还是少见，这是因为运输

和转换是需要较长的时间。而在澎湖出土了大量在此期间产自中国大陆的各类陶瓷。台湾本

岛西部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确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东西，如新北市十三遗址的十三行文化层出

土了鎏金青铜碗、旧香兰遗址出土少量的硬陶、台东外海兰屿岛上出土高丽青瓷等。台湾考古

学家刘益昌和王淑津比对大坌坑文化、北海岸各遗址所出土的宋元时代瓷器，指出大坌坑遗址

所出土的十二、十三世纪的贸易瓷组合，几乎与琉球的奄美大岛、日本博德遗址一致。说明台

湾在当时确实是贸易航线上的一个停靠点，虽然规模不大。这条航线从福州或泉州出发，经过

台湾北海岸，到琉球，再到日本博德。② 琉球在十四世纪崛起，到十五世纪成为东亚重要的转

口站，也成为中国朝贡贸易制度中的一员。明朝出使琉球国的使臣也都选择经由这条航线往

返。在明朝的记录中，那时的台湾被称作“小琉球”。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开

始绘制世界地图时，对台湾岛的称呼也是“小琉球”，旁边附记“Formosa，即福尔摩萨”。③

十四世纪琉球王国兴起，当时的中国即明朝，与琉球的关系空前密切，双方的官方及私人

的贸易往来从未间断。由于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这时候，台湾大坌坑遗址可以看到元代龙泉

窑制造的青瓷大盘、青瓷碟、高足杯、景德镇的青白瓷执壶、德化窑的白瓷军持器、白瓷碗盘等。
到了十五世纪初，明朝实施海禁政策，琉球通过朝贡制度，继续中琉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可是在

台湾北海岸各遗址所出土的中国青瓷、白瓷有所减少。刘益昌等台湾学者认为，这时期可能只

是船舶的短暂停留，贸易的数量不会太多。④ 在十五世纪中期，中国—琉球—日本的贸易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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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发达之后，原本擅长航海和贸易的台湾本土十三行文化的原住民部落，可能竞争不过福建

商人而逐渐转向从事台湾内部各部落之间的贸易，有时还依赖福建商人供应铁器。在台湾其

他海岸遗址，只有少数遗址出土上述北海岸各遗址所见的外来遗物。这种现象说明，当福建海

商兴起后，由于台湾没有什么特殊的、值得贸易的物产，同时也因为原住民人口稀少，贸易需求

量不大，而被排除在由中国东南沿海商人所建构的世界贸易圈之外。①

十五世纪中国—琉球—日本的贸易航线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国家政府体制指导的，

由于航线偏离等原因，作为素来以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民间往来为特征的连接中国大陆与南

亚、西亚贸易的台湾岛，被暂时地被排除在中国对外贸易体制之外，在当时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台湾岛突然又变得重要起来，这是因为西方欧洲的商人即西班牙人、荷兰

人来后，不断地攻击进出马尼拉的各国船只，企图切断中国人的东方贸易活动，从而损害了中

国东南沿海商人的利益。明朝官员终而提议: 开辟从泉州或厦门出发，经过台湾东北部角，转

往琉球、日本的新航路。这又回到明朝出使琉球的航路，乃至更早先新石器时代先民所走过的

航路。可以这么说，航路虽旧，其命唯新。更为重要的是，明代中后期是中国东南海商最活跃

的时期，随着东西方两大贸易体系及其文化的直接碰撞与交流，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们，自然

不会自动放弃控制东亚、南亚区域的贸易权益。于是，台湾岛再次成为中国连接海外乃至欧洲

的贸易重地。在十七世纪，中国的东南沿海海商依托着地理上的优势，成为这一广阔海域的贸

易主导者。②

既然明朝官员开辟了以台湾为中继站的中国—琉球—日本新航路，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当

然不会放弃大好机会，于是相继驻足台湾。西班牙人怀着黄金梦而来，终而梦碎，没有找到黄

金。鸡笼港又不是理想的港湾，强劲的海流会把停舶在港内的船只冲走。台湾北部没有西班

牙人所要的物产，再加上当地人烟稀少，生活供应都发生困难，一直需要马尼拉的补给。在驻

足的第十年时，就已经决定放弃。
同为欧洲国家的荷兰人，也一直努力寻找可以直接到中国贸易的商业据点。几经折冲，才

来到台湾的大员港。在最初的十年，信心满满，还不时攻打停在厦门的郑芝龙麾下的船只，逼

迫郑芝龙与之谈判，取得协议，供应荷兰人所需要的黄金和生丝。郑芝龙的势力越来越大之

后，在大员港的荷兰人开始“坐困愁城”，无法取得东南亚贸易的优势。而且，大员港日益淤

浅，大船要先到澎湖下货，再用小船运来大员，非常不方便。当中国大陆的明清易代之际，郑成

功为了反清复明，而要以台湾为基地时，荷兰人知道，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荷兰人

在台湾的贸易，主要是从福建输入生丝、瓷器等。生丝卖到日本去，瓷器等运到印度西部的苏

拉特港，再运回欧洲，可以赚两到三倍的利润。这个贸易流程的起头是从福建等东南沿海为出

发点，当这个源头被郑氏父子建立的海商集团所垄断时，荷兰人败亡的命运也就注定了。十七

世纪后期，清王朝统一了台湾，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联系进入了空前发展的阶段。时至今日，台

湾作为连接中国与海外联系的重要地位，不但没有改变与削弱，反而有着日益增强的趋势。
以上我们梳理了一下早期台湾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考古发现，以及早期台湾一直到明

清时期的海洋交流的基本状况。从这一基本情景的梳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近 5000 年来，

台湾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在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中，扮演着有别于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和

海商贸易的、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海洋文明的角色。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中国海洋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国家体制的朝贡贸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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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海商的两大问题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历史上的地位和

角色，其被忽视是理所当然的。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海外贸易是广州刺史的福利，所有的收益

不归国家所有。到了唐玄宗时，改变先前的作风，派内侍到广州向海外来的船舶搜购珍奇异

宝，也命令广州刺史要照顾海外来的商人。宋代开始在几个海港设官管理，泉州成为南宋时的

大港。在元代，广州和泉州是国际大港。明代改行海禁政策，却也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形

同皇家采购团，到东南亚和印度、阿拉伯等地，从事为期长达三十年的采购。在这千年历史上，

台湾一直没有成为国家政府所关注的重要角色，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学家们关

注的课题。
但是我们应深切地意识到，海洋史的研究并不能仅关注到与中国大一统体制相关联的海

洋活动之上。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从世界史更为广阔的时空概念来思考早期台湾历史文化

的发展，其结果就有可能大不同。也就是说，如果要从中国及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台湾在历史上

的地位和角色，就必需从“中国地中海”的角度出发。首先，从南岛语族的形成、迁徙与发展的

历程看，台湾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连接点、中转站之一，它促进了上古时期中华文明与南亚

文明的密切关系。其次，从台湾发现的距今 4000—1000 年间的考古遗址中，我们可以十分清

楚地看到中国东南沿海文化对早期台湾历史文化的重大影响力，以及南亚、西亚文化等外来文

化的痕迹。延至距今 1000—400 年间，台湾成为中国与东亚、南亚、西亚海洋活动的又一个连

接点。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资料都在印证着早期台湾在中国海洋史的发展历程中占有一个不

可磨灭的重要地位。我们今天开展中国海洋史的研究，切不可遗忘了早期台湾在其发展历程

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四、结 语

当今的考古发现，在评估其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时候，学术界与社会文化界或许存在着

某种在认知上的歧义。在社会文化界，往往不经意地出现了某种功利性的倾向，即以出土文物

的市场价值以及旅游价值来衡量它的重要性。从台湾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出土文物看，

大部分是属于石器、陶器等粗鄙的物件，因此也从未听说被捧上文物拍卖行上去竞价。然而，

文物的文化价值是不能以现今市场的价值予以衡量的。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完全可以

说，台湾这些年来考古所出土的这些文物，其所体现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的命题。我们与其不厌其烦地引述某些似是而非甚至是以讹传讹的文献记载来说明这一论

点，不如认真地分析近年来台湾考古学界在台湾早期历史考古上的诸多贡献。这些考古发现

足以证实早期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紧密关系，是任何一个域外地区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正因

为如此，我们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有了坚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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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Look at Ｒ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and Chinese Mainland

Chen Zhiping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history of Taiwan and Chinese mainland，we insist
on our stance and argument that“Taiwan has been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However，for the historical science circles，which aim to pursue historical authentici-
ty，it is far from enough to have this stance and argument． As Chinese historians，we have responsibil-
ities and obligations to find as more arguments as possible to enrich the historical proposition that
“Taiwan has been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Since half a century
ago，th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have not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historians． In fact，thes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re sufficient to confirm the close relation-
ship between early Taiwan and Chinese mainland，which is unmatched by any extraterritorial area or
country． By using these archaeological data，the paper takes a new look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Taiwan and Chinese mainlan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Taiwan and maritime history of
China． Based on the above，we have solid evidence to say that“Taiwan has been an inalienable part
of Chinese territory since ancient times”．

Marketized Providing and Chinese Style“Cross Providing”
of Public Goods ( Services)

Deng Liping /Deng Qiuyun

The Chinese style“cross providing”model is an extract of reality from social goods providi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both embodies the important features at the primary stage and re-
flect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of the state and government systems． By using the point of view
that private sectors can participate in providing a part of public goods by means of Chinese style“cross
providing”，this paper explains two living samples ( government purchasing services and the PPP mod-
el) in the marketized providing of China’s public goods ( services) ，deepens its understanding，sums
up its essence and distinguishes i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olicy think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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